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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完成的 2017 年上海都市社区调查，近 70% 的
受访上海市民不知道居委会主任姓名。参见《上海市民调查近七成被访居民不认识居































治理者、社区组织和居民通过基于 Web 2. 0 架构下的相关社会媒体应用
进行沟通和互动的平台。这种新媒体架构具有用户产生内容( user
generated content) 、在线身份创造、关系网络可视化以及与移动通讯设备







升了社区治理水平( 谢静、曾娇丽，2009; 谢静，2010; 袁靖华，2014; 张志
安等，2015) 。在另一种研究叙事中，同样是业主们的在线网络，却成
为了居民进行社区维权与抗争的重要工具( 黄荣贵、桂勇，2009; 黄荣

















线网络( community networking) 这种新形态。“互联网 + 社区”的形式
促发了社区居民通过网络空间进行信息分享和沟通的活动( Kavanaugh
et al. ，2005; Shah et al. ，2001) 。基于地理空间的在线网络显著地减少
了沟通成本，增加了邻里间交换观点的机会，从而促进了社区发展和更
新，推动了社区治理( Carroll ＆ Ｒosson，2003) 。
进入社会化的新媒体时代，这种积极的社区效应也仍未消失。例
如在一项调查中，91%的英国推特( Twitter) 受访者表示曾利用其积极
参与地方社区的讨论并与当地居民互动( William et al. ，2014 ) 。与此
同时，美国的脸书( Facebook) 使用者也拥有更多地域社区基础上的社
会资本( Hargitta ＆ Shaw，2013 ) 。这种新媒体与地域社区的结合展现
了两方面的优势。一方面，通过新媒体，社区行动或组织能够更便捷地
招募地方参与者( Finn，2011; Johnson ＆ Halegoua，2014) ; 另一方面，新
媒体网络成员拥有相似的交谈背景，这促进了共同话题的形成，提升了











提高社区感( Bingham-Hall ＆ Law，2015) 。








区认同的基础结构( Ball-Ｒokeach et al. ，2001) 。因此，鲍尔 － 洛基奇及
其合作者通过多项调查研究表明，多水平的社区叙事网络彼此间互相
刺激，推动 了 社 区 参 与，提 升 了 社 区 归 属 感 和 效 能 感 ( Kim ＆ Ball-
Ｒokeach，2006; Katz，2010; Lin et al. ，2010; Kang，2013; Jung et al. ，
2013) 。机构、大众媒体、居民交往网络和互联网共同提供了关于地方
的故事，这些故事激活了邻里叙事，搭建了宏观社会制度、社区网络和

















( Bertot et al. ，2010) 。较之传统的“专家”解读方式，这种信息提供模
式更有利于管理透明度的提升和获得公众信任。第二，新媒体也能提
高基层政务的回应性。一方面，基于 Web 2. 0 的新媒体与可移动通信
设备的高度融合，使公共部门能更高效地传播政务信息，与公众互动也
更加便捷( Golbeck et al. ，2010) 。社会媒体比传统政务网站更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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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部门直面每个使用者的沟通需求，其平台也更具沟通的深度和广











社区治理结构 合法性来源 价值取向 核心力量 行动者逻辑
层级化治理 行政性 部门价值 政府 管理者逻辑







构差异影响了其使用社会媒体的偏好( Oliveira ＆ Welch，2013 ) 。因
此，在信息技术发展背景下，一些研究者也呼吁我国基层治理结构需要












































我们于 2016 年在 A 市抽取了 22 个社区，通过居民人口信息系统，在每

















码。具体将内容编码为原创 /转发，转发自哪一机构 ( 政府 /公办新闻媒体 /民间博主
等) 、内容类型( 工作动态 /居民反映问题等) 以及博文内容关注于特定空间中的活动( 社
区 /街道 /区 /市等) 。
“逐步建立以社区居民满意度为主要衡量标准的社区治理评价体系”。
因此，本研究采用了以居民主观感知为主的治理绩效评价指标。
具体指标包括: ( 1) 社区管理，即测量居民对地方社区管理者和相
关管理部门的评价。研究基于量表设计考察了居民对社区管理工作在
“及时性”“透明性”以及“问题解决效果”上的评价。通过因子分析，
得到对社区管理的评价变量。① ( 2) 社区参与，即测量居民对各类社区
公共议题或活动的参与情况。居民的社区参与是社区自治的核心元





意”到“完全同意”转换为 1 － 4 分的测度。根据表 2 的主成分因子分
析结果，我们得到了综合性的社区参与和社区感变量。
表 2 社区参与和社区感的因子分析
社区参与 负荷值 共同度 社区感 负荷值 共同度
活动信息 0. 745 0. 555 居住在这个社区，生活很便利 0. 634 0. 404
便民信息 0. 790 0. 624 我很认可这个社区的管理水平 0. 784 0. 614
生活经验 0. 773 0. 597 这里的社区环境令人满意 0. 780 0. 608
邻里互助 0. 711 0. 506 居住这个社区符合家庭的需求 0. 818 0. 669
空间议题 0. 738 0. 545
设施议题 0. 798 0. 637
我觉得这个社区已经成为我生命
的一部分
0. 823 0. 678
环境议题 0. 801 0. 647 社区让我有家一样的感觉 0. 852 0. 726
服务议题 0. 804 0. 647 我会在意别人对自己社区的看法 0. 607 0. 369
选举议题 0. 691 0. 478
维权抗争 0. 585 0. 343
我愿意为社区事务做点力所能
及的事情
0. 540 0. 292
特征值 5. 571 4.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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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篇幅关系，在此省略了“社区管理”的因子分析结果。若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络的测量公式为:
槡 槡 槡LCSN = LC × INS + OC × INS + OC × LC
其中 LCSN 为居民对社区叙事资源网络的接入程度，LC 为地方媒
体连接程度，INS 为邻里交往强度，OC 为社区组织参与程度。该公式
表达了由社区媒体、居民日常网络和社区组织交织而成的媒介资源网
络( Kim ＆ Ball-Ｒokeach，2006) 。因此，借鉴该理论，我们设计了以下测
算方法来衡量居民对社区新媒体资源网络的接入程度。
新媒体资源网络 槡 槡 槡= CNC × INS + CNP × INS + CNC × CNP
其中社区新媒体接入度( CNC) 的测量项目为居民阅读社区微博、
微信公众号等发布信息的频率，这体现了新媒体的信息功能，也反映了
居民对新媒体正式平台的接触程度; 新媒体网络参与( CNP) 为居民利
用新媒体相关平台( 微信、微博、QQ 群等) 参与社区活动的程度，该指






















博数量，即微博总数 /天数，反映了平台的活跃程度; B. 微博关注程度，
即微博粉丝数 /社区人口数，反映了潜在受众的关注程度; C. 微信文章




社区新媒体网络参与 负荷值 共同度 邻里交往 负荷值 共同度
兴趣小组讨论 0. 810 0. 657 邻居 0. 7378 0. 600
健康、亲子教育等信息分享 0. 813 0. 661 居委会 0. 8719 0. 760
民主选举 0. 773 0. 599 业委会 0. 6537 0. 427
社区团购、便民信息分享 0. 846 0. 716 社区服务人员 0. 8542 0. 730
社区环境建设讨论 0. 866 0. 750
社区矛盾化解 0. 823 0. 680
特征值 4. 061 2. 206
解释的方差比例( % ) 67. 68 55. 16
其次，我们也利用若干指标衡量了正式平台的互动情况。包括以
下 3 个指标: A. 微博互动程度，即微博评论数 /微博粉丝数，反映了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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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微信文章的阅读量间接反映了文章被转发的程度。一般而言，转载文章的微信用户越
多，文章阅读量越大。
陈鹏，2016) ，因此我们对社区人口规模、社区类型进行了控制。表 4 为
分析中将使用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
表 4 回归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描述统计
自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控制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新媒体资源网络 5. 77 2. 12 收入水平 4. 72 2. 66
日均微博数 0. 51 0. 53 婚姻状况( 未婚 = 0) 0. 81 0. 40
微博关注程度 0. 11 0. 14 政治面貌( 非党员 = 0) 0. 22 0. 41
微博互动程度 0. 70 0. 74 居住稳定性 14. 77 12. 21
微博认同程度 0. 26 0. 24 居住环境 2. 90 0. 70
微信文章数 53. 45 104. 23 公共设施 2. 62 0. 74
微信周均文章数 0. 98 1. 49 周边配套 2. 78 0. 73
微信平均阅读量 19. 73 29. 24 邻里关系 3. 10 0. 59
控制变量 均值 标准差 社区人口规模( 万) 0. 73 0. 27
性别( 女 = 0) 0. 46 0. 50 社区类型( 老城区社区 = 0)
年龄 44. 23 14. 61 商品房社区 0. 41 0. 50
受教育程度 13. 23 3. 25 村改居社区 0. 10 0. 29
注: 样本数为 971，社区数为 22。
四、社区新媒体对治理绩效的影响
如表 5 所示，由于微博和微信的平台差异，我们通过微博用户和微









其次，第一组针对微博用户的模型( 模型 1、模型 2、模型 3) 显示出
以下特点: ( 1) 在模型 2 和模型 3 中，社区微博被关注程度越高，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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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篇幅的关系，表 5 没有报告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属性则影响甚微。在第二组针对微信用户的模型( 模型 4、模型 5、模型
6) 中，根据模型 6，社区微信公众号周均文章数越多，居民的社区感越














社区管理 社区参与 社区感 社区管理 社区参与 社区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性别a 0. 043 0. 191＊＊ －0. 201＊＊ － 0. 04400 0. 077 －0. 150＊＊
年龄 0. 003 0. 003 0. 007* 0. 002 0. 003 0. 001
受教育年限 0. 003 0. 049＊＊＊ 0. 054＊＊＊ － 0. 010 0. 005 0. 016
收入水平 － 0. 023 0. 000 － 0. 001 － 0. 025* － 0. 003 0. 006
婚姻状况b － 0. 208* － 0. 181* － 0. 088 － 0. 101 － 0. 050 － 0. 066
政治面貌c 0. 056 0. 106 0. 009 0. 068 0. 080 － 0. 024
居住稳定性 － 0. 002 － 0. 001 0. 013＊＊＊ － 0. 004 0. 001 0. 012＊＊＊
社区满意度
居住环境 0. 310＊＊＊ 0. 111 0. 472＊＊＊ 0. 238＊＊＊ 0. 139＊＊＊ 0. 388＊＊＊
硬件设施 0. 158＊＊ － 0. 022 0. 363＊＊＊ 0. 174＊＊＊ － 0. 039 0. 305＊＊＊
周边配套 0. 024 0. 043 0. 156＊＊ 0. 100 0. 022 0. 238＊＊＊
邻里关系 0. 227* 0. 159* 0. 157＊＊ 0. 072 0. 106* 0.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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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变量
社区管理 社区参与 社区感 社区管理 社区参与 社区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新媒体形态
资源网络 0. 055＊＊ 0. 168＊＊＊ 0. 085＊＊＊ 0. 083＊＊＊ 0. 183＊＊＊ 0. 082＊＊＊
平台建设
日均微博数 － 0. 208＊＊ 0. 186 － 0. 213＊＊
微博关注程度 0. 188 0. 271＊＊ 0. 336＊＊
微博互动程度 － 0. 001 0. 081 0. 084
微博认同程度 0. 625＊＊＊ － 0. 295 0. 259
微信文章数 0. 000 0. 000 － 0. 000
微信周均文章数 0. 054 － 0. 001 0. 073＊＊
微信平均阅读量 0. 001 0. 004 － 0. 002
人口规模( 万) 0. 315＊＊ － 0. 010 0. 500＊＊＊ 0. 019 － 0. 066 0. 343＊＊＊
社区类型d
商品房社区 0. 005 0. 043 0. 291＊＊ － 0. 165＊＊ 0. 031 0. 148＊＊
村改居社区 0. 023 － 0. 354＊＊＊ 0. 160 － 0. 262＊＊＊ － 0. 073 0. 005
常数项 － 2. 704＊＊＊ － 2. 819＊＊＊ － 5. 403＊＊＊ － 1. 870＊＊＊ － 1. 916＊＊＊ － 4. 380＊＊＊
组内相关系数 0. 039 0. 107 0. 068 0. 032 0. 053 0. 034
样本数 423 423 423 773 773 773
社区数 22 22 22 22 22 22
注: ( 1) 参照组: a 女性，b 未婚，c 非党员，d 老城区社区; ( 2 ) 个体样本进行了人口加权;

















包括了社区信息化。“社区设有微博，是区 X 局、区 Y 委要求建立的，
微博建立的初衷是主打监督功能”( T － 13 社区访谈) 。① 因此，调查中
的 22 个社区都设立了社区官方的微博账号，并由居委会相关人员运营

















通常被 视 为 与 社 区 具 有 天 然“亲 和 性”的 社 会 组 织 被 转 发 量 只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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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方微博，其中 2011 年有 4 个社区，2012 年 7 个社区，至 2013 年末，被调查社区实现
了社区微博全覆盖。
由于无法获得社区微信公众号的互动信息，我们主要用社区微博的运营情况进行分析。










优势，急需网络平台运营的专业化”( C － 11 社区访谈) 。也存在财力










重要的还是综治、计生和民生这些工作”( H －12 社区访谈) 。

































































































在一起”( 帕克，1987: 91) ，而“报纸作为新闻的采集者和诠释者，它的
作用就是社区功能的某种发展。这种功能原来是由社区内部的人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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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利用城镇常住人口数 /社区居委会单位数测算，2016 年社区平均人口规模为 7677 人。如
果包括需要社区进行日常管理和服务的流动人口，则规模可能远远超过这一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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